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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跨文化领导及其有效性 （ＧＬＯＢＥ） 数据， 考察地方文化这一

内生动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 以文化创新性和包容性为表征的

地方文化， 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且这一效应具有渐进性、 长期性和动态

性特征， 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呈波动上升趋势； 东部及沿海省份的文化对出口贸易的

效应系数比其他地区均高。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地方信

任、 市场化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进行传导， 但地方信任发挥的中介效应较

弱， 而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 本研究对

于从内生的文化动能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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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 并在全球

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积极 “走出去”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尽管中国对外开

放的纵深推进促进了出口贸易的整体快速发展， 但与此同时， 各地区的出口贸易发

展差异与失衡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具体表现为东、 中、 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差距

不断拉大———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规模与增速均快速增长， 中、 西部地区则远远

落后。 这种失衡现象的形成， 除了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贸易制度的非均等化

等因素有关外， 还与基础性的文化因素有关 （李光勤等， ２０１７） ［１］。 在幅员辽阔的

中国， 受自然地理分割、 社会制度分隔、 人文历史分离等因素的影响， 各区域地方

文化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块状分布特征， 哪怕后来受到通勤条件改善、 人口跨区域

流动等外生因素的冲击， 但文化本身牢固的地方根植性和代际垂直传递性使其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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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撼动。 同时， 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与创新性对经贸的影响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高超等， ２０１９［２］； 赵子乐和林建浩， ２０１９［３］ ）。 尤其是在新时代

文化自信的背景下， 学界就如何推进文化开放包容与创新以促进经贸合作进行了相

关探讨， 并认为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是推动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文运用赵向阳等 （２０１５） ［４］ 的研究数据， 采用改进的 ＴＯＰＳＩＳ 法将各省的地

方文化聚类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 并结合各省份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各省份的出口贸易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匹配关系， 即中国各

省份的出口贸易额与地方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总体上均呈现出自东向西依次梯

度递减的趋势。 这种看似 “巧合” 的高度匹配关系与正相关关系一方面似乎意味

地方文化是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地方文化有可能是推动中

国地方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内生动能。 为验证这一推断， 本文采用文化创新性和文

化包容性作为地方文化的代理变量， 探究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并检验地方文化是否是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内生动能。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内在影响

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 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才
国伟和刘继楠， ２０１６） ［５］。 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多注重从经济因素去研究国际贸易

问题不同， 新近的贸易理论更加注重将经济、 文化、 制度、 地理等因素综合起来进

行研究， 并在关于文化与贸易关系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差异明显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将文化视为交易成本， 认为文化对国际贸易具有阻碍作用。 如

Ｃｏｍｂｅｓ 等 （２００５） ［６］从消费者偏好角度构建文化因素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
认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越大， 越不利于贸易的发展。 罗能生和洪联英 （２００６） ［７］在

考察文化冲突的贸易效应时， 发现文化冲突已成为全球化条件下贸易保护的新手段

和贸易发展的显著障碍， 对于贸易出口国而言， 文化冲突导致出口国的贸易结构恶

化、 贸易收益降低以及工人福利受损。 另外， 众多学者通过国家间的文化距离来研

究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包括宗教信仰 （Ｈｅｒｇｕｅｕｘ， ２０１１） ［８］、 语言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９］、 信任关系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２００１） ［１０］、 价值观念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２０１４） ［１１］、 殖 民 关 系 （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Ｉｒｗｉｎ， １９９８ ） ［１２］、 移 民 （ Ｔｕｂａｄｊｉ ａｎｄ
Ｎｉｊｋａｍｐ， ２０１５） ［１３］、 基因 （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９） ［１４］等。 他们的研究结论较

为一致地认为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成本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文化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并将这一动力主要归结为

三个方面， 即由文化引致的需求动力、 信任中介动力和文化空间流动形成的流动力。 其

中， 在需求动力层面， 白玲和吕东峰 （２００１）［１５］在其构建的文化互补理论中指出， 不同

国家和民族间的差异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造贸易需求并促进国家间贸易的发

展。 罗能生和洪联英 （２００６） 认为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根源， 也是推动国际

贸易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动力。 田晖和蒋辰春 （２０１２）［１６］也指出文化距离能够为消费者营

造神秘感和新奇感， 从而形成两国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并促进跨国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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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ｕｃｈ 和 Ｔｒｉｎｄａｄｅ （２０１０）［１７］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认为文化差异是贸易

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信任中介动力层面， 大量研究表明， 信任是推动国际贸易

的重要动力 （Ｚａｋ ａｎｄ Ｋｎａｃｋ， ２０１０） ［１８］， 而信任的塑造往往源自于相似的文化背景。
如 Ｌｅｅ （２０１３） ［１９］研究发现， 相似文化有助于增进信任， 构建起 “信托机构”， 进而

维持贸易网络成员之间合作与共谋， 推进相互间投资合作与经贸发展。 Ｇｕｉｓｏ 等

（２００９） ［２０］也指出， 相似的文化背景往往更容易形成身份认同和情感信任机制， 并能

有效建立起忠诚的贸易伙伴关系， 因此， 由相似文化塑造的身份认同和信任机制已成

为促进跨国贸易的重要动力。 在文化空间流动动力层面， 李红等 （２０１２） ［２１］指出， 文

化之间的引力以及沟通、 对话或交流等需要， 即文化间性， 成为异质性文化合作和国

际经济合作的桥梁和动因。 近年来， 从文化流动， 特别是文化交流角度切入探讨国际

经济合作的研究不断涌现， 如谢孟军 （２０１７） ［２２］研究发现， 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利于促

进文化的传播， 增进伙伴国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进而促进中国投资与经贸的发

展。 苏剑和葛加国 （２０１８） ［２３］指出， 语言推广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效应与产业效应衍生

语言红利， 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 赵永亮 （２０１２） ［２４］则以移民作为文化空间流动的代

理变量， 认为移民能有效增强移入国对移出国文化的认同， 从而对移出国的贸易具有

消费偏好效应、 成本克服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
虽然当前关于文化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展开并得出

截然不同的结论， 但事实上， 文化成本论在论战中一直占据上风， 而关于国际贸易

的文化动力的研究明显不足。 近年来， 虽然有部分研究从需求、 供给、 信任以及文

化流动等文化动力角度考察文化对国际贸易的正向效应， 但这些研究多从跨国角度

去分析， 而缺乏从一国内部的地方文化去研究内生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另外，
尽管已有研究对文化在国际贸易中的效应尚无定论， 但结合前文分析中地方文化与

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的高度空间匹配性及正向关联，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１： 以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

有推动作用。
（二） 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内在机制

韦永贵和李红 （２０１９） ［２５］的研究指出， 文化作用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制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塑造个体的行为偏好直接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选择偏向

性； 二是通过塑造身份认同， 构建信任机制， 进而影响国际经济合作； 三是以经济

行为体的制度水平作为介导对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作用。 就地方文化而言， 其对出口

贸易的影响也可能遵循着一定的机制路径。
首先， 地方文化可能通过塑造信任机制， 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 Ｇｒｅｉｆ

（１９９４） ［２６］指出， 信任机制的构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在机构和制度上存在

的不确定性， 防止经济交易过程中 “搭便车” 行为的发生。 Ｇｕｉｓｏ 等 （２００９） 的研

究也表明， 信任能够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 促进贸易双方合作的开展。 曹春方

等 （２０１９） ［２７］在研究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中指出， 地区间信任能够降低异地

市场交易成本和集团组织成本， 进而对集团异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现实情况也表

明， 若一个地方的经济行为体具有较高的信任度， 则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合作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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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开展经济合作。 而信任的塑造与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 例如， 中国历史上徽商、
潮商的崛起壮大就得益于守信经商的文化。 因此， 地方文化对于地方信任的塑造具有

决定性作用， 而信任又会影响到经济合作的开展。 对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２ａ： 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存在以地方信任为中介的作用机制。
其次， 地方文化通过影响市场化水平进而作用于出口贸易。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区域市场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发展趋势下， 市场化的提高对于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丁从明等 （２０１８） ［２８］研究指出， 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构建要素充分自由

流动的一体化市场， 由文化、 制度、 地理等因素造成的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区域经济

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障碍。 高翔和龙小宁 （２０１６） ［２９］也认为， 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内

文化差异会形成无形的市场壁垒， 并显著降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事实上， 一个

地区市场化程度固然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有关， 但本质上地方文化

才是决定市场化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市场制度长期受到该地区文化的影响， 换言之， 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的

制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对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２ｂ： 地方文化会通过影响市场化水平进而作用于出口贸易。
再次，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能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响应。 陈宪和韩太

祥 （２００８） ［３０］认为， 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及其职业和管理选择机制， 进而影响

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林建浩和赵子乐 （２０１７） ［３１］的研究表明， 技术扩散有利于刺

激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 而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间接效应往往通过企业家

精神发挥作用。 事实上， 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精神通常与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密切相

关。 因此， 由地方文化塑造的企业家精神有可能是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机制。 对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２ｃ：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进行传导。
综上分析， 我们将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可能的三个作用机制分别归结为信任

渠道、 市场化渠道以及企业家精神渠道。

二、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

本文以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６２） ［３２］ 和 Ｐｏｙｈｏｎｅｎ （１９６３） ［３３］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到

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 并对其加以修正扩展， 构建如下引力模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α ＋ β１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 ＋ β２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

式中， ｉ 为中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行政单位； ｔ 为年份；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为各省

份年度出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为文化变量集合， 包括文化创新性

（ ｆｐ＿ ｃｃｕｌ） 和文化包容性 （ ｆｐ＿ ｔｃｕｌ） 两个变量； Ｘ 为影响出口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矩

阵； ε 为随机扰动项； β１ 为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 β２ 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
为了检验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机制，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３４］提出的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增加方程 （２） 和 （３）， 与方程 （１） 一起检验地方文化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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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的直接效应和通过信任、 市场化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中介变量对出口贸易的中

介效应。
Ｍｅｄｉｔ ＝ α ＋ δ１ｃｕｌｔｕｒｅｉ ＋ δ２ Ｘ ｉｔ ＋ εｉｔ （２）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α ＋ γ１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 ＋ γ２ Ｍｅｄｉｔ ＋ γ３ Ｘ ｉｔ ＋ εｉｔ （３）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含义， 方程 （１） 的系数 β１ 是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总效

应； 方程 （２） 中 Ｍｅｄ 为中介变量， 系数 δ１ 为地方文化对中介变量的效应； 方程

（３） 的系数 γ２ 是在控制地方文化的影响后， 中介变量对出口贸易的效应； 系数 γ１ 是

在控制中介变量影响后，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由 δ１ × γ２ 衡量。
在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中， 若系数 δ１ 和 γ２ 都显著则表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

制存在中介效应； 否则需要进一步用自举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 检验方程 （２） 和 （３）
中 δ１ × γ２ 是否显著， 若 δ１ × γ２ 显著， 则表明影响机制中同样存在中介效应。

（二） 变量及数据

１􀆰 被解释变量： 出口贸易额

本文以 １９９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出口贸易额作为被解释

变量， 数据来源于各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历年的 《统计年鉴》。
２􀆰 关键解释变量： 地方文化

本文借鉴赵向阳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以 ＧＬＯＢＥ 文化系统中的中国数据作为国

家内部的文化代理变量。 ＧＬＯＢＥ 文化习俗分为不确定规避、 未来导向、 权力距离、
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 人际关怀导向、 绩效导向、 小团体集体主义、 性别平等、 恃

强性等 ９ 个文化维度。 本文根据各维度文化的内涵， 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 将 ９ 大文化

维度聚类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两大类， 并计算出中国各省份的文化创新性和

文化包容性指数。 为反映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时变性， 本文将各省份的流动人

口与文化变量的交乘项作为最终的关键解释变量①。
３􀆰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出口贸易的特征变量， 包括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

辖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 第二、 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外商直接

投资额 （ ｆｄｉ） 等经济因素变量； 到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 （ｄｉｓｔ） ， 是否中西部省份

（ｍｉｄ＿ ｗｅｓｔ） ， 是否沿海省份 （ ｓｅａ＿ ｐｒｏ） 等地理区位因素变量； 单位面积公路里程

（ａｈ＿ ｒｏａｄ） ， 单位面积铁路里程 （ａｒ＿ ｒｏａｄ） ， 单位面积内河航运里程 （ａｓ＿ ｒｏａｄ）
等交通通勤变量。 其中， 各省份的出口贸易额、 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 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额、 单位面积公路里程、 单位面积铁路里程以及单位

面积内河航运里程等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研究年限内的 《统计年鉴》。 省会城市到最

近大港口的地理距离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查找各省会城市到香港和上海这两大港口中

最近的直线距离。 考虑到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运将商品出口至国外， 而一

些地区因到大港口的距离非常远而选择通过陆路口岸进行出口 （如新疆）。 因此，
出口贸易发展与到大港口的距离可能呈现 “Ｕ” 型曲线关系， 对此本文同时引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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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及其平方项来反映这种非线性关系。 是否中西部省份、 是否

沿海省份两个虚拟变量， 判断的依据由该省份所属的地理区位决定。 为消除变量之

间波动较大对计量分析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各省份的 ＧＤＰ 以 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进行不

变价格处理， 并对不变价格处理后的 ＧＤＰ、 出口贸易额、 外商直接投资额、 到大

港口的地理距离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４􀆰 中介变量

根据前文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地方信任 （ ｔｒｕｓｔ）、 市场

化程度 （ｍａｒｋｅｔ） 以及企业家精神 （Ｅｎｔｒｅ） ３ 个变量。 其中， 地方信任数据来源于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中居民调查提供的社会信任数据。 在 ＣＧＳＳ 调查问卷

中涉及社会信任的问题如下： “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绝大多数个体都是可以

信任的？” 本文对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比较同

意” 和 “完全同意” ５ 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１－５。 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采用王小鲁等

（２０１８） ［３５］测算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进行替代。 企业家精神变量则借

鉴林建浩和赵子乐 （２０１７） 的研究， 用人均企业数量来衡量，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报告了基于模型 （１） 式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 和固定效应

模型 （ＦＥ） 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 第 （１） － （２） 列只考虑了地方文化、 地区生

产总值、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以及交通通勤 ５ 个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以文化创

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地促进效应， 反映了文化创新性

有利于进取和创新思维的形成， 极大地推动了地方产业创新、 管理创新以及经济产

业发展， 并进而促进地方出口贸易的发展； 而文化包容性则提高了地区内外开放程

度， 有利于资源、 要素和产业的集聚， 对出口贸易具有强大的拉动效应。 第 （３）、
（４） 列在第 （１） 和 （２）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到大港口的最短地理距离及其平方

项， 估计结果显示， 在加入地理距离变量后， 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新加入的到大港口的最短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距离大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开展出口贸易。 而到大港

口最短地理距离的平方项的标准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反映了出口贸易与

到大港口距离呈现出明显的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地区生产总值、 外商直接投资以

及产业结构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但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有明显下降， 外商直接投

资和产业结构的系数则有小幅度的提高， 说明到大港口的距离 “传导” 了一部分

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而强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影

响。 在第 （３） 和 （４） 列的基础上， 本文将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同时放入基

准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虽然有小幅

度的下降， 但仍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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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没有改变， 系数的大小也变化不大。
另外， 从表 １ 第 （６） 列的估计结果来看。 与第 （５） 列相比， 文化创新性和

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大小均显著提高， 且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地区

生产总值、 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继续保持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

数虽然为正，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到大港口的最近地理距离及其平方项的系数与

混合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相比无显著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的估计结

果是稳健的。 基于第 （３） — （６） 列的回归结果进行简单计算， 可知到大港口的

最近地理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大概在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公里处出现拐点。

表 １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ＦＥ

ｆｐ＿ｃｃｕｌ １􀆰 ４２６∗∗ 　 １􀆰 １２２∗∗ 　 １􀆰 １５６∗∗ ３􀆰 １３６∗

（０􀆰 ６３３） （０􀆰 ４９８） （０􀆰 ５０６） （１􀆰 ６７６）

ｆｐ＿ ｔｃｕｌ 　 ７􀆰 ８３２∗∗∗ 　 ４􀆰 ７４２∗∗∗ 　 ４􀆰 ７５７∗∗∗ 　 ６􀆰 ４２５∗∗

（０􀆰 ７２１） （０􀆰 ７０８） （０􀆰 ７０７） （２􀆰 ９０９）

ｌｎＧＤＰ ０􀆰 ６９３∗∗∗ ０􀆰 ８１６∗∗∗ ０􀆰 ６１２∗∗∗ ０􀆰 ７３８∗∗∗ ０􀆰 ７５９∗∗∗ ０􀆰 ６３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２）

ｌｎｆｄｉ ０􀆰 ３５２∗∗∗ ０􀆰 ２８５∗∗∗ ０􀆰 ３６２∗∗∗ ０􀆰 ２９４∗∗∗ ０􀆰 ２６５∗∗∗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７９５∗∗∗ ４􀆰 ２３０∗∗∗ ５􀆰 ２４３∗∗∗ ４􀆰 ５４０∗∗∗ ４􀆰 ６９５∗∗∗ ０􀆰 ３９２
（０􀆰 ４３２） （０􀆰 ３６９） （０􀆰 ４６７） （０􀆰 ４０１） （０􀆰 ４５６） （０􀆰 ５８４）

ａｈ＿ ｒｏａｄ ０􀆰 ５６０∗∗∗ ０􀆰 ３８７∗∗∗ ０􀆰 ２７５∗∗∗ ０􀆰 １４２ ０􀆰 １６５ ０􀆰 ５８４∗∗∗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５）

ａｒ＿ ｒｏａｄ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２ ０􀆰 ２７１∗∗∗ ０􀆰 １４４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５） （０􀆰 ０７０）

ａｓ＿ ｒｏａｄ ０􀆰 １６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０ ０􀆰 ２５８∗∗∗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２）

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ｉｓ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９４７∗∗ －２􀆰 ３７１∗∗∗ ０􀆰 ７３５∗ －０􀆰 ０１６ －０􀆰 １５０ ３􀆰 ４９３∗∗∗

（０􀆰 ４２５） （０􀆰 ３９８） （０􀆰 ４０８） （０􀆰 ３７２） （０􀆰 ４１８） （１􀆰 １１５）
Ｒ２ ０􀆰 ８９８４ ０􀆰 ９１０６ ０􀆰 ９２７４ ０􀆰 ９３１６ ０􀆰 ９３１７ ０􀆰 ９３２４

样本量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控制省份异质性的检验

考虑到地方 （省份） 异质性仍然可能会对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不对

其予以控制很可能会导致遗漏变量问题的产生并影响到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本文进一步引入中西部省份、 沿海省份 ２ 个虚拟变量， 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

影响是否稳健。 表 ２ 汇报了基于混合 ＯＬＳ 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第

（１） － （２） 列分别引入中西部省份、 沿海省份 ２ 个虚拟变量， 发现， 第 （１） 列

中文化创新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同

样为正，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第 （２） 列中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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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１） 列中中西部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１􀆰 ０００， 第 （２） 列中的沿海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为 ０􀆰 ９０４， 反映了地理区位因

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逐渐增强的趋势。 在第 （３）、
（４） 列将省份异质性虚拟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 并分别采用混合 ＯＬＳ 和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从系数大小来看， 文化创新性每增加 １ 个

百分点， 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将增加 １􀆰 ３－２􀆰 ７ 个百分点； 文化包容性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将会对出口贸易带来 １􀆰 ２－１􀆰 ４ 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
地区生产总值、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且影

响系数的大小与基准回归相比变化不大。 到最大港口的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仍然

呈 “Ｕ” 型非线性关系， 但拐点出现的区间范围有所扩大， 大概在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公里

处。 此外， ２ 个新引入的虚拟变量， 即是否为中西部省份和是否为沿海省份的回归

系数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且东部省份的出口贸易系数显著高于中西部省份，
沿海省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省份， 反映了东、 中、 西部出口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事

实， 这与地方文化特质有极大的关系， 也验证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即东、 中、
西部出口贸易发展失衡可能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

表 ２　 控制省份异质性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解释变量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 ＦＥ

ｆｐ＿ｃｃｕｌ １􀆰 ４２９∗∗∗ １􀆰 ０７３∗∗ １􀆰 ２８３∗∗∗ ２􀆰 ７２４∗∗∗

（０􀆰 ４９４） （０􀆰 ４８５） （０􀆰 ４９１） （１􀆰 ０３２）

ｆｐ＿ｔｃｕｌ
０􀆰 ０５８ ２􀆰 ２７０∗∗∗ １􀆰 ４３４∗∗ １􀆰 ２４３∗

（０􀆰 ７２１） （０􀆰 ６２０） （０􀆰 ７２５） （０􀆰 ７０４）

ｍｉｄ＿ｗｅｓｔ
－１􀆰 ０００∗∗∗ －０􀆰 ３０６∗∗∗ －０􀆰 ３２４∗∗∗

（０􀆰 ０６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６）

Ｓｅ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０􀆰 ９０４∗∗∗ ０􀆰 ６８５∗∗∗ ０􀆰 ７５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８） （０􀆰 ２７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９５２４ ０􀆰 ９５５７ ０􀆰 ９５６２ ０􀆰 ９３２１
Ｎ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注： ∗、∗∗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时变性检验

为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是否具有动态影响， 本部分以每 ５ 年为一个时间节

点的处理方法进行截面 ＯＬＳ 估计。 之所以采用每隔 ５ 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是因

为考虑到经济周期、 财政货币政策、 贸易政策等短期因素可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干

扰从而无法真实反映出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作用， 而若相隔的时间跨度过大又无

法较好的反映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动态性与渐变性。
从表 ３ 呈现的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时变性来看，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

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 其中，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文化创新性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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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的影响为负， 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负向影响系数逐渐减弱， 且在 ２０００
年对出口贸易的正向效应开始显现， 并在此后不断增强。 文化包容性在 ２０１０ 年的

回归系数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已由 １９９５ 年的负向系数转为正向影响， 并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对出口贸易的正向效应不断增强。 由此说明了地方文化对出口贸

易的影响具有渐进性、 长期性和动态性特征。 另外， 到大港口距离对出口贸易影响

的拐点不断向内陆地区延伸， 由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公里处延伸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公里处， 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得益于中西部地区内外开放程度

的不断提高以及由大规模人口流动触发的东中西部文化交流、 碰撞与融合形成的知

识外溢； 另一方面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形成的通勤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时空

距离的压缩进一步降低了贸易的交易成本。

表 ３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时变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ｆｐ＿ ｃｃｕｌ
－２􀆰 １２９　 －１􀆰 ２１１ １􀆰 ９４２ ５􀆰 ４７３∗∗ ７􀆰 ２３５∗ ６􀆰 ８７２∗∗ ６􀆰 ８６６∗∗

（１􀆰 ６３３） （１􀆰 ０７９） （１􀆰 ４７７） （２􀆰 ５８１） （３􀆰 ８４８） （３􀆰 ３３６） （３􀆰 ４６７）

ｆｐ＿ ｔｃｕｌ
－０􀆰 ８４１ －０􀆰 ２８３ －０􀆰 １５０ －０􀆰 １３６ ３􀆰 １２９ ４􀆰 １６７∗ ４􀆰 １５５∗∗

（０􀆰 ６３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６） （２􀆰 ０１１） （２􀆰 ２１６） （２􀆰 ０６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ｉｓ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１０９ １􀆰 ４５９ ３􀆰 ５３５∗ －１􀆰 ８７３ －１􀆰 ９２３ ３􀆰 ００２ １􀆰 １０６

（１􀆰 ２０７） （１􀆰 ４４５） （１􀆰 ８４０） （１􀆰 ８５５） （２􀆰 ７２２） （２􀆰 ８０４） （４􀆰 ４０８）
Ｒ２ ０􀆰 ７２２９ ０􀆰 ７１１１ ０􀆰 ６８４０ ０􀆰 ７３７４ ０􀆰 ７１７３ ０􀆰 ７２０１ ０􀆰 ７３４６

样本量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注： 本表所采用的回归方法为截面 ＯＬＳ 估计，∗、∗∗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ｌｎＧＤＰ 、 ｌｎｆｄｉ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ａｈ＿ ｒｏａｄ 、 ａｒ＿ ｒｏａｄ 、 ａｓ＿ ｒｏａｄ 。

（四） 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法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虽然表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但事

实上地方文化与出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 因为地方文化不仅可以影响

出口贸易， 出口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地方文化， 比如由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文化舶

来品有可能对本地文化造成冲击， 进而对当地文化形成渐变性改变， 使得本地文化

不再是稳态固定的。
为缓解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李光勤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采用加权地形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 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 （２ＳＬＳ） 重新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以加权地形 （ｄｘ） 作为地方文化

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 其一， 地方文化的形成与地形地貌密切相关。 对于地方文化

而言， 山川的天然阻隔使得地方文化较少受到外界的冲击， 使得文化能够保持稳

定， 并具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黏性。 其二， 地形地貌作为一个严格的外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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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 但却很难在交通便利程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对

地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李光勤等， ２０１７）。 因此， 地形变量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工

具变量选择。 本文的地形数据来自封志明等 （２００７） ［３６］的测算。 考虑到并非所有的

地形对地方文化的形成均表现出显著的阻隔作用， 对此， 本文根据地形阻碍移民通

行的难易程度对地形数据做进一步识别并加权处理， 即地形区有山脉海拔超过 ５００
米且坡度大于 ３０ 度的， 在原数据的基础上给定 ０􀆰 ５ 的权重。

从表 ４ 汇报的估计结果来看， 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 （ＬＭ 检验） 显示不存在

不可识别问题。 用于弱 ＩＶ 检验的 Ｇ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 （约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ＩＶ－２ＳＬＳ估计）

变量

ＩＶ： ｄｘ

（１） ｆｐ＿ｃｃｕｌｔ
第一阶段

（２）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第二阶段

（３） ｆｐ＿ｔｃｕｌ
第一阶段

（４）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第二阶段

ｄ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ｆｐ＿ｃｃｕｌ ２􀆰 ０９１∗∗∗

（０􀆰 ４３７）

ｆｐ＿ｔｃｕｌ ３􀆰 ０６８∗∗

（１􀆰 ４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０４４９ ０􀆰 ３４１１ ０􀆰 ０５４２ ０􀆰 １２４８

ＬＭ 检验 ４７􀆰 ５８４∗∗∗ ４８􀆰 ０３７∗∗∗

Ｇ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３３􀆰 ９０ ３６􀆰 ４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８６６ ０􀆰 ６７５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６􀆰 ３４８∗∗∗ ７􀆰 ４６２∗∗∗

Ｎ ６９６ ６９６ ６９６ ６９６

变量

ＩＶ： Ｌａｎｇ

（５） ｆｐ＿ｃｃｕｌ
第一阶段

（６）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第二阶段

（７） ｆｐ＿ｔｃｕｌ
第一阶段

（８）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第二阶段

Ｌａｎｇ ０􀆰 ００２∗∗∗ ０􀆰 ２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３）

ｆｐ＿ｃｃｕｌ １􀆰 ６８８∗

（０􀆰 ９０６）

ｆｐ＿ｔｃｕｌ ３􀆰 ２１２∗∗

（１􀆰 ５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２１４５ ０􀆰 ４８１３ ０􀆰 ２２０７ ０􀆰 ５２４６
ＬＭ 检验 ３８􀆰 ２４１∗∗∗ ２８􀆰 ９６２∗∗∗

Ｇ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２７􀆰 ８３ ３４􀆰 ０７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７３３ ０􀆰 ８２４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 ６０７∗∗∗ ５􀆰 ３９２∗∗∗

Ｎ ６８４ ６８４ ６８４ ６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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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６）， 说明不存在弱 ＩＶ 问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结果也拒绝了过度识别约束的原假设，
表明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条件。 另外，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存在

内生性问题， 因此选择加权地形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从第 （１）、 （３） 列的第

一阶段回归结果来看， 加权地形变量与地方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地形确实会对地方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地形越封

闭的地区，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往往越差。 第 （２）、 （４） 列的第二阶段回归

中， 在引入前文所有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

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且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较为相近， 反映了文化创新性和文

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进一步， 本文使用各省份的方言区变迁作为工具变量再次进行验证。 选取方言

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 ＩＶ 的主要原因为： 第一， 方言区变迁与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

容性密切相关。 已有研究表明， 方言区变迁较大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好的文化创新性

和包容性 （朱建颂， ２００８） ［３７］。 第二， 本文使用的方言调查数据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和 ８０ 年代完成的， 相对于本研究年限内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高翔和龙

小宁， ２０１６）。 此外， 方言区的分布与变迁主要受战争、 移民、 地理、 行政区划等

因素的影响， 与当代出口贸易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 本文借鉴徐现祥等

（２０１５） ［３８］的研究， 以含有人口权重的各省份的次方言的使用变化来测度方言区的

变迁， 数据来源于徐现祥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具体测算公式为：

Ｌａｎｇ ＝ １ － ∑
Ｎ

ｊ ＝ １
Ｓ２

ｊｉ （４）

式中， Ｌａｎｇ 为次方言区变迁度， Ｓ ｊｉ 表示在省份 ｉ 使用方言 ｊ 的人口比重， Ｎ 为次

方言的数量。 表 ４ 第 （５）、 （７） 列关于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检验表明， 方言区变迁

这一工具变量既不存在不可识别和过度识别问题， 也不存在弱 ＩＶ 问题。 说明以方

言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 第 （５） 和 （７） 列的第一阶段回归

结果也显示方言区变迁与地方文化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说明方言区变迁越大

的地区， 地方的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越强。 第 （６） 和 （８） 列的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中， 无论是文化创新性还是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符号， 基本上与原基准回

归一致。 因此， 表 ４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再次表明了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

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

四、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渠道

在检验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及其异质性和时变性的基础上， 本部分根据前

文提出的影响机制假设， 从 “信任渠道” “市场化渠道” 以及 “企业家精神渠道”
三个方面探讨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 从表 １ 可知， 地方文化对出口

贸易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因此本部分直接进行中介

效应的公式 （２） 和公式 （３） 的检验。
（一） 信任渠道

表 ５ 汇报了地方文化是否会通过信任的传导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估计结果。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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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看。 系数 δ１ 和 γ２ 均显著为正。 在进一步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中， 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０， 说明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

中存在以信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其中， 在文化创新性组别， 文化创新性对出

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为 １􀆰 １１７， 通过信任对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９８， 仅占

总效应的 ９􀆰 ６６％； 在文化包容性组别， 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为

５􀆰 ３３７， 而通过信任对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仅为 ０􀆰 １３０， 占总效应的 ２􀆰 ４９％。
由此说明地方文化虽然能通过提升信任水平进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但这一中介

效应极为有限，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表 ５　 地方信任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ｔｒｕｓｔ
（１）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２）

ｔｒｕｓｔ
（３）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４）

ｆｐ＿ｃｃｕｌ ０􀆰 ４９９∗∗∗ １􀆰 １１７∗∗

（０􀆰 １０２） （０􀆰 ４４６）

ｆｐ＿ｔｃｕｌ ０􀆰 ５４０∗∗∗ ５􀆰 ３３７∗∗∗

（０􀆰 １９２） （０􀆰 ６６１）

ｔｒｕｓｔ ０􀆰 １９７∗∗∗ ０􀆰 ２４０∗∗

（０􀆰 ０７３） （０􀆰 １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４１０７ ０􀆰 ９１９９ ０􀆰 ４０４３ ０􀆰 ９２３６
Ｎ ７１９ ７１９ ７１９ ７１９

中介效应值 ０􀆰 ０９８ ０􀆰 １３０

中介效应占比 ９􀆰 ６６％ ２􀆰 ４９％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置信区间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７９４］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５１１］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市场化渠道

为识别和探究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是否存在市场传导效应， 本文在中介

效应模型中引入市场化水平这一变量。 由表 ６ 第 （１） 至 （４） 列的回归结果看， δ１

系数和 γ２ 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显示的中介效应的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 说明存在以市场化水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该结果表明，
文化创新性和包容性均对地方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并进一步促进

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其中， 文化创新性每提高一个单位， 通过市场化的中介效应可

带动出口贸易增加 ２􀆰 ０２０ 个单位， 而文化包容性通过提升市场化水平发挥的中介效

应为 ２􀆰 ９１５。 另外， 文化创新性通过市场化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７９􀆰 ６７％，
说明在文化创新性推动出口贸易的机制中， 以中介效应为主。 而文化包容性虽然在

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中以直接效应为主， 但中介效应也占总效应的 ３９􀆰 ５７％，
反映了市场化是文化包容性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中介渠道。 这一结论验证

了前文的研究假设 Ｈ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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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市场化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ｍａｒｋｅｔ
（１）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２）

ｍａｒｋｅｔ
（３）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４）

ｆｐ＿ｃｃｕｌ ７􀆰 ５７８∗∗∗ ０􀆰 ５１６∗∗∗

（０􀆰 ９４９） （０􀆰 １３４）

ｆｐ＿ｔｃｕｌ １３􀆰 １６６∗∗∗ ４􀆰 ４５３∗∗∗

（１􀆰 ５５６） （１􀆰 ０３４）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２６７∗∗∗ ０􀆰 ２２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０）
原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８８４ ０􀆰 ９２００ ０􀆰 ７９２２ ０􀆰 ９２３８
Ｎ ４１９ ４１９ ４１９ ４１９

中介效应值 ２􀆰 ０２０ ２􀆰 ９１５
中介效应占比 ７９􀆰 ６７％ ３９􀆰 ５７％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置信区间 ［１􀆰 ３７６６， ２􀆰 ７３８２］ ［１􀆰 ９２４１， ４􀆰 ０４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企业家精神渠道

为检验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是否存在企业家精神渠道这一作用机制， 本

文引入企业家精神作为中介变量。 从表 ７ 第 （１） － （４） 列的回归结果看， 模型的

δ１ 系数和 γ２ 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显示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

含 ０， 表明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的过程中除存在直接效应外， 还存在明显的以

企业家精神为渠道的中介效应。 其中， 在直接效应上，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每

提升 １ 个百分点， 可分别直接带动出口贸易增长 ０􀆰 ７１２ 个和 ４􀆰 ２５３ 个百分点。 在中

介效应上， 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可以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

介效应分别使出口贸易增长 ０􀆰 ２９５ 个和 １􀆰 ６２１ 个百分点。 另外， 在文化创新性和文

化包容性组别， 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 ２８％和 ２７􀆰 ６０％，
说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虽以直接效应为主， 但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中介效

应也极为重要。 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Ｈ２ｃ。

表 ７　 企业家精神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Ｅｎｔｒｅ
（１）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２）

Ｅｎｔｒｅ
（３）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４）

ｆｐ＿ｃｃｕｌ ２􀆰 ０３５∗∗ ０􀆰 ７１２∗∗∗

（１􀆰 ０２５） （０􀆰 ２６４）

ｆｐ＿ｔｃｕｌ １４􀆰 ２３４∗∗∗ ４􀆰 ２５３∗∗∗

（１􀆰 ７２６） （０􀆰 ８５６）

Ｅｎｔｒｅ ０􀆰 １４５∗∗∗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原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５９７ ０􀆰 ９２４８ ０􀆰 ６９５７ ０􀆰 ９２７７
Ｎ ６２８ ６２８ ６２８ ６２８

中介效应值 ０􀆰 ２９５ １􀆰 ６２１
中介效应占比 ２９􀆰 ２８％ ２７􀆰 ６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置信区间 ［０􀆰 ０８６８， ０􀆰 ５２２７］ ［１􀆰 １３２９， ２􀆰 ２４０２］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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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货物出口贸易和地方文化数据， 构建

计量模型探讨以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对出口的影响。 结果发

现： ①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指数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会分别推动出口规模提

高 １􀆰 １６ 个和 ４􀆰 ７６ 个百分点；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效应， 在东部比中西部省份

平均高出 ０􀆰 ３２４ 个百分点， 沿海省份比其他地区省份平均高出 ０􀆰 ７５９ 个百分点；
时变性检验中还发现，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渐进性、 长期性和动态性

特征， 且正向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进呈波动上升趋势。 ②采用加权地形和方言

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纠正，
发现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 ③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

用存在三条明显的机制路径， 即信任渠道、 市场化渠道以及企业家精神渠道， 其

中信任的中介效应较弱， 而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则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发

挥重要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有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推进地方文化品质构建和优秀文化跨区域溢出。

如通过学校教育重塑地方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文化价值观， 通过推动区域文化交流促

进知识跨区域溢出等。 二是加大文化开放力度， 创建包容性文化环境。 通过促进跨

文化沟通和交流消除区域间的文化壁垒， 进而推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 三是发扬优

秀文化理念， 将 “和而不同” 的中国文化和注重信义的商业理念融入到贸易新规

则和秩序的制定及国际经济合作中以实现共赢。 四是注重地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为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持续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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